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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进路 
一 兼论国际问题研究的政策性与学术性 

张志洲 

内容提要 近年来，中国学界提出了创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命题。 

创建中国学派的要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问题意识”，二是反映中 

国之国际观或国际政 治哲学。 中国学派的基 本进路就是“既要研 究问 

题 ，又要思考主义”。国际问题研 究的政策性和 学术性之 间存在 复杂的 

辩证关系。只要整个学界有一种 自然的分工，研究的是真问题，或构建的 

是具有知识增量 的理论 ，中国学派就将在健康 的研究 生态环境 中成长 

起来。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学派 政策性 学术性 

国际问题研究大致有两个指向：一是政策性研究 ，二是学术理论性研究。这两 

者不相冲突 ，但学者们的研究却往往各有侧重。严格说来 ，国际问题研究与作为学 

科的国际关系研究之间有所差别 ，前者的重点在于具体问题的研究 ，后者的重点在 

于学术理论性的探讨。但从根本上说，如果不是基于深入具体的国际问题研究，国 

际关系理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缺乏国际关系理论的抽象和学理认知，具 

体的国际问题研究往往就事论事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今天的中国学界提出了创 

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课题 ，这当然首先是指创建中国自己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术 

理论，因为没有理论就没有学派，但其落脚点必然在具体的国际问题研究，尤其是 

对中国在崛起进程中所遇到的特殊性问题的研究。换言之，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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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进路 ，在于立足于中国崛起中所遇到的国际问题的特殊性 ，将理论探讨与具体 

的国际问题研究相结合，既注重国际问题研究的政策性效果，又注重学术理论的抽 

象与总结。 

一

、 问题的提出：为何要创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 

与二三十年前相比，今天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或国际问题研究，在学科建制的 

完善性、研究力量的壮大和研究水平的提升、所出版著作的数量和质量、学术规范 

化的自觉及本领域的学者对政府决策咨询参与度等方面，无疑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 

不过，一种看似发展和繁荣的景象，却掩盖不住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尴尬，这表现 

在诸多方面：第一，在西方理论的强势入侵下失去了“中国”主体性。在过去十多 

年间，我们在如饥似渴地学习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理论的同时，误将 

它们等同于科学和先进的化身，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界几乎成了西方理论的跑马 

场和殖 民地 ，许多在国内产生 了广泛影响的著作也不过是对西方理论 的注释性解 

读。第二，国际关系的思想和理论的原创性严重不足。这与第一点相关，大量的所 

谓理论探讨的文章，落到西方理论的窠臼里不能自拔，误把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和国 

际观念特殊性、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的理论当作普遍规律，对西方 

的概念和理论反复咀嚼，螺蛳壳里做道场，空对空，远离现实经验，甚至违背常识。 

第三，中国学界充斥着低水平重复研究。大量的研究具体国际问题的论文，或观念 

先行，套用西方理论而不顾事实；或浅尝辄止，不深不细；或隔靴搔痒，言不及义，既 

缺乏政策的敏感性 ，也缺乏思想见解的深刻性 ，最后 的结论更 是毫无新意，或是废 

话一堆。体现第二点与第三点特征的文章比比皆是，占据着学术期刊的大幅版面。 

第四，缺乏学术 自觉性。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些“从业人员”，发表文章不是为 

了探明问题或做 出学术贡献 ，而只是为 了完成学业或职称评定 的功利性 目的。第 

五，缺乏中国问题意识和学科 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国际关 系学界在总体上 尚无法 

解答中国崛起进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 国际难题 ，不能解 释或不能完全解释 中国崛 

起进程中所遇到问题的特殊性 ，无法从历史经验和学术逻辑上强有力地 回应来 自 

西方的挑战性论题 ，如“中国威胁论 ”、“民主和平 论”、“文明冲突论 ”、“霸权稳定 

论”等，反而通常是被美国或西方的论题牵着鼻子走。 

由于以上的种种现象和事实，使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无法担负起为中国崛起 

创造国际关系理论和解答具体国际问题的使命。因此，最近几年来，中国国际关系 

学界有 了很多反思和 自我批评的声音，并逐渐成为 了一种主流呼声。在这种反思 

和自我批评兴起的背景下，创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逐渐成为中国学界追求的目标。 

这一方面固然在于中国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崛起这一进程对于国际关系理论需 

求 、问题解答和智力支持的召唤，但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学界自身主体性意识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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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觉醒，而既有的成就则为中国学派的创建提供了一定 的学科基础。事实上 ，中国 

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求自己是一个拥有文化主体性的思想和学术理论的 

大国，是一个对重要的国际问题拥有知识和学术话语权的大 国。作为一个拥有五 

千年悠久文明并正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崛起的大国，如果在国际关系理论见解上 

失语，那么就容易受别人理论的影响甚至思想上的奴役。从这一点来说，创建自己 

的国际关系理论 ，也是一种思想上的独立和解放运动。创建国际关 系的中国学派 ， 

正是反映了这样的种种要求和愿望 。 

二、基本进路：既要研究问题，又要思考主义 

对于如何创建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中国学界 已经有 了一些开创性 的讨论。 

早在 20世纪 90年代之初 ，以梁守德和何方为代表的一些老一辈学者 ，就明确地提 

出并论证了建设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的命题 ，在探讨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历史 

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近些年来 ，中国学界对这一 问题的探讨更多 、更深入了， 

在此试举几种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如王军从主体性视角探讨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建设的问题 ，并重点考察了理论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漂移 ，从而试图为中 

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及其发展提供一种新视角 ；①鲁鹏则概括并分析了 目前国内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主要存在的四种途径 ：一是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范本 ，强 

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对科学研究的决定性作用；二是以英国学派为目标寻求非美 

国化的道路；三是以西方理论发展过程为范本 ，以西方科学 发展经验指导学科 建 

设；四是以中国外交实践与理论为基础，结合政治文化传统来创立 自己的理论。② 

而秦亚青教授提出，理论核心问题的建构是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生成的必要条件 ，中 

国学派的核一t2,就是崛起的中国如何 和平地融人世界。⑨ 与此同时，学界 的研究风 

尚也在悄然发生着“向内转”的变化 ，即从 中国 自己的历 史经验和文化思想传统 

中，发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思想历史资源与世界观念依据的研究正在不断 

增多。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叶自成对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间“外交 ”思想的 

探索 ，④阎学通任所长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有系统地对先秦诸子或其主要 

文献中国际关系思想的梳理和归纳，以及哲学界的赵汀阳从“天下”角度对世界政 

治制度的探讨 。⑧ 笔者也在这方面做了些研究 ，就崛起背景下如何发掘传统思想 

文化资源构建中国外交哲学，并以对“势”概念的疏理为例阐述了构建中国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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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念和话语体系的学科建设途径。④ 

以上所述不同视角、不同向度的探讨，都对于创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有着重要 

的意义。但需要指 出的是 ，从根本上说 ，国际关系 中国学派的要义在于两个方面 ： 

一 是“中国问题意识”，二是反映 中国之国际观或 国际政治哲学。先就“中国问题 

意识”来说 ，这里的“中国问题”不是指中国的内政 问题 ，而是指 中国所遇到的国际 

问题 。众所周知 ，理论的创造是从问题开始的 ，就如牛顿是从“苹果为什么落地” 

这一问题出发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在社会科学中或更具体的国际问题研究 

中，“问题意识 ”也 同样是创造理论或发现规律 的起点。秦亚青在《国际关 系理论 

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一文中提出，建构国际关系中国学派首先必须找 

到 中国的理论“核心问题”，道理正在于此 。寻找理论核心问题 的意识 ，实 际上就 

是构建具有统摄意义的“中国问题意识”。当然 ，“中国问题意识”还包含更多的含 

义 ，不仅包括崛起的中国如何和平融入世界这样 的核心问题 ，而且还包括中国在崛 

起进程中所遇到的其他特殊性问题 ，如 中国需要确定什么样海洋战略，如何处理好 

从海外获得能源和矿物资源与扶持一些贫穷 国家发展 ，如何应 对全球化时代的生 

态风险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等问题。虽然大多“国际问题 ”是 国际社会所共 同应 

对的 ，但不管从美 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 国际关系理论构建 的历史来看 ，还是从提出 

“依附论”的拉美的历史经验和 国际处境来看 ，一个 国家的国际关 系理论创建 ，之 

所 以能形成 自身的特色和学说流派，恰恰在于它能从其 自身所 遇到的具有特殊性 

的、必须从理论上进行根本性解答 的国际问题开始的 ，也就是它们都具有很强 的 

“自我问题意识”。国际关系 中国学派 当然也只有在敏锐的“中国问题意识”指引 

下 ，才可能最终形成。 

不过，只有“中国问题 意识”是不够的 。问题虽然是研究 的起 点和理论 的起 

点，但并不决定理论本身的内容与性质。进一步说，即使有明确的“中国问题意 

识”，找到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核心问题 ，也不能保证能建构起国际关系的中国学 

派。如果用美国学者的主流观点和思路来观察和思考问题 ，那么由此所构建起来 

的理论将更像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支 ，而不是 中国学派。因此 ，要创建国际关 

系的中国学派 ，除了“中国问题意识”之外 ，更需要在理论构建 中反映 中国的国际 

观或国际政治哲学。所谓不同的国际关系学派，最关键 的区别不在于研究的问题 

不同，而在于最基本的国际伦理观或国际政治哲学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同样以 

“霸权护持”为核心问题，美国的学界却产生了多种国际关系学派的根本性原因。 

其实，在充满矛盾和差异的民族国家体制之下，国际关系理论首先不能回避国 

际社会的正义问题和和谐性追求 ，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社会 。国际关系理论 

① 张志洲：《构建中国自己的外交哲学刍议》，《国际观察))2007年第 1期；《在崛起背景下构建中国自 

己的外交哲学》，《国际论坛))2007年第 1期；《国际政治中的“势”》，《国际论坛))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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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该提供一种世界观，这是国际关系的价值和伦理问题，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哲 

学观问题。①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本身就表明了其 

基本的国际政治哲学。英 国学派更是有明确的价值伦理关怀 ，对国际正义的关心 、 

理性主义的道德传统、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构成了它的明显的理论特征。其代表 

人物赫德利 ·布尔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即国际关系研究“根本不存在价值无涉之 

类的东西”，自称研究不带价值判断是荒唐的 、徒劳的，政治领域的学术研究必须 

把道义问题和政治问题均视 为题 中应有之义 。他甚至还认为 ，2O世纪末“后实证 

主义革命”的唯一意义 ，是重新发现了道德问题 ，重新认识 到国际关 系既关乎手段 

也关乎 目的。② 由此对照，国际关系中国学派也必须拥有 自己的、体现 中国文化主 

体性 的国际观和国际政治哲学 ，这将是 中国学派的灵魂所在。 

概括而言，创建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必须把握以上两个方面的要义，既要有 

“中国问题意识”，又要在理论构建和具体的问题研究中体现中国的国际观和国际 

政治哲学。通俗地说，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基本进路 ，就是“既要研究 问题 ，又要 

思考主义”，二者不可偏废。 

三 、国际问题研究的落脚点 ：政策性还是学术性? 

不管国际关系中国学派将 由什么样 的国际观或国际政治哲学来统摄 ，最终都 

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国际问题研究之中。理论之正确与否，或政治哲学观之是否可 

行，都必须经由具体的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政府政策来检验的。对于学者们来 

说 ，不同的喜好或研究侧重 ，往往被归结为研究落脚点的不同：是政策性研究，以影 

响政策为目的；或是学术性研究，以探讨学术理论为目的。 

通常 ，对世界观或政治哲学层面的论题的探讨 ，将具体的国际问题作为个案来 

研究 ，目的是为了达到理论上 的抽象或总结出国际政治的科学规律 ，那么这样的研 

究，就容易指向学术性。而对于国家外交部门或决策机构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的 

研究 ，寻求出对策方案，则往往指 向政策性研究 。由于一个国家所面对的具体国际 

问题变动不居地变换 ，这样的研究若不是抱有影响政策的 目标 ，可能很快就会失去 

价值。虽然对学者个人来说，即使研究的都是很现实的具体国际问题，并能提出很 

好的政策建议，其对政策的影响也只能是偶然的，但是研究政策性问题或寻求研究 

的政策性影响，却是学者群体的一种使命。 

国际问题研究中政策性与学术性的关系实际上相当复杂。为 了澄清可能出现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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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片面观点 ，这里有几个方面需要说明 ：其一 ，由于好的政策建议往往产生积 

极 的国际影 响，而坏的政策建议却可能给国家带来 灾难 ，而政策建议往往又是针对 

具体的国际问题而提出的，所以，为了避免“坏的建议带来坏的政策”，就必须对具 

体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奉行“价值中立”的基本研究原则。其二，构建一种国际关 

系理论或理论话语 ，并非只是为 了学术性 ，而完全可能是为了某种政策性 目标 ，如 

中国“和平崛起”的话语被许多人 当作学术性课题研究 ，而事实上恰恰是应对“中 

国威胁论”这样政策性意图的产物。其三，国际关系学术理论看似“无用”，对外交 

政策的影响决没有政策性研究那样直接 ，学术研究者们甚至可能根本不关心政策 ， 

但是政策却可能深受某种理论的影 响。如地缘政治理论 、多米诺骨牌理论对美 国 

参与越南战争的影响 ，就很显然 。其四，如果一种 国际关系理论被广泛地接受 ，为 

国家增加 了国际话语权或文化思想领域 的“软实力”，那么它就 自然产生了政策性 

效果。总之，学者们虽然有 自己研究目标的侧重性，或落脚于政策性，或落脚于学 

理性，但所产生的影响的结果却可能完全相反。概言之，国际问题研究的政策性和 

学术性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 

如果说“中国问题意识”与 中国的国际观或国际政治哲学 ，是创建国际关系中 

国学派的两个轮子，那 么具体 的国际 问题研究就是使轮子运转起来 的基本动力 。 

不管一个学者研究的落脚点在于政策性影响还是学术性建设 ，都是 “中国学派”所 

需要的。只要整个学界有一种自然的分工，只要研究的是真问题，构建的是具有知 

识增量的理论 ，国际关系“中国学派”就将在健康 的研究生态环境 中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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